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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并无判例的规定。在台湾 ,判例是判决先例之简称 ,依照其“司法院变更判例会议规则”第 2条第 2
项之解释 ,是指:“经采为判例编入判例要旨 ,呈奉司法院核定者而言。”由此可见 ,能被采为判例之判
决是指“最高法院”各庭审理案件时所做的判决 ,而且还仅仅限于“呈奉司法院核定者”范围之内。台湾
“法院组织法”第 25条规定:“最高法院各庭审理案件。关于法律上的见解 ,与本庭或他庭判决先例有
异时 ,应由院长呈由司法院院长召集变更判例会议决定之。”由此可见 , “最高法院”各庭之判例对后来
的判决具有先例约束力。法官非经“司法院”变更判例会议决定不能做出与判例之见解相异的判决。
我国台湾地区在这一点上与英美法系中的“遵循先例原则”是一致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 ,台湾的判例制
度也在不断变化。上述“法院组织法”经 1989年 12月 22日修订 ,旧法第 25条为现法第 53条。该条规
定“最高法院”民事庭会议 、刑事庭会议或民 、刑事庭会议决定编辑判例。从此 ,判例的变更亦由它们决



















地区 ,一项判决被采为判例公布时 ,一般都附有适当的“要旨” ,判例中隐含的法律原则与规则均体现
于此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,台湾的“要旨”颇有司法解释的味道 ,所不同主要在于它依附于一个判例。在





性 、不周延性 、模糊性三个方面。 ③台湾学者与决策者显然已认识到这一点。为克服上述缺点 ,台湾除
在立法技术上采取相应措施外(如增加弹性条款),还构建了“司法院”的法律解释制度与“最高法院”
的判例制度。就 “司法院” 的解释而言 , 由于其不是审判者 , 因而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灵活性略显不
足。而判例制度是由直接审理案件的法官操作的 ,因而会更具有务实性 ,另外 ,法官仅能通过具体的案
件对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与补充 ,较好防止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越。
2.法官素质低下之克服。判例制度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十分高 ,一名适格的法官除必须拥有渊博




















笔者认为 , 成文法与判例法各有长短 ,当今世界判例法系国家出现了成文法且发展迅猛 , 成文法
国家引进判例制度亦未尝不可。“未来的判例法与制定法将成为两种互相弥补 、共同混合作用于全社
会的法律形式。”⑥在我国引入判例制度是完全必要的。在具体操作方式上 ,笔者认为 ,由于海峡两岸

















将会丧失。有鉴于此 ,本文认为 ,在现阶段 ,我国应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类似于台湾“大法官会议”的法
官组织 , 由其负责挑选裁判合理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判决作为判例 , 赋予其法律拘束力 , 向社会公
布。另外 ,台湾的大法官会议只在“最高法院”范围内选择案例 ,但大陆绝大多数案件不经最高人民法
院即告审结 ,因而 ,为增加判例之适应性 ,选择判例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。
(三)改革判决书的制作方式 ,在选定的判例后附加必要的说明。在判例法制度下 ,判决书并非全
部内容均具有拘束力。“所谓先例主要是指判决理由 ,判决理由构成判例规范 ,这才是应当遵循的先例
原则或规则。” ⑨我国大陆法官在制作判决书时 ,恰恰忽略了必要的推理过程 ,往往是将一定事实或一
定条文连接起来即可构成判决书。 ⑩判决理由的缺位或含混将导致法官在“遵循先例”时无从下手 ,这
有碍于判例功能的发挥。另外 ,应借鉴台湾在每个判例后附加“要旨”的做法 ,对每个判例所体现的原
则或规则作出说明 ,以保证缺乏判例法思维方式的法官能领会“先例”的精神 ,切实做到“遵循先例” 。
(四)理顺判例制度与法律解释制度之间的关系。在最高审判机关制定和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这
一点上 ,我们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 , 以致于混淆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界限 ,法官实际上部分肩负了立
法者的任务。这一点引起了众多学者的非议。本文认为 ,借鉴台湾的做法 ,由法院结合案件进行具体
解释 ,而把抽象解释权交由立法机关 ,既赋予了法官一定之自由裁量权 ,又减少了法院越权“立法”的
危险性 ,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处理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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